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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 James Gilmour

及其筆名、中文姓名研究及其筆名、中文姓名研究

* 特木勒（1972-），內蒙古扎賚特旗人，南京大學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講師，歷史學博士，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中心研究員

（Kluge Fellow, 2004-2005）。
**罕欣（1976-），江蘇南通人，現為美國康奈爾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近代西方來華基督新教傳教士不僅活躍於中國的沿海和內地，他們的足跡更是行遍中國的內陸邊疆地區，

內蒙古地區就是他們傳教的重要區域之一。從19世紀後期開始，內蒙古地區就有大批來自歐美國家的新教傳教

士。他們受各自差會的派遣，來到蒙古地區，開展傳教工作，所涉及教會數量之多，人數之眾，遊歷之廣，內

容之豐富，絕不遜於沿海和內地任何區域。但是，比較其它區域，內蒙古地區又有其特殊性，對於基督教傳教

士來講，內蒙古地區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文化環境，他們的傳教事業遇到很多未曾逆料的困難。19世紀後期和20

世紀前期的內蒙古，大部分蒙古人還保持着“逐水草而遊牧”的生產生活方式，這與傳教士們曾經熟悉和適應

的內地定居農耕區的文化環境迥然不同。在這種條件下，很多傳教士採取了巡遊傳教的工作方式。然而，對於

傳教士的傳教工作構成嚴重障礙的非僅遊牧文化，更重要的是蒙古地區的藏傳佛教，也就是黃教，俗稱喇嘛教。

藏傳佛教格魯派自 16世紀末期傳入蒙古社會以後，迅速傳播開來，入清以後又得到清朝統治集團的利用和扶

持，與蒙古政治勢力相結合，給予蒙古社會的方方面面以深重的影響。藏傳佛教猶如堅冰鐵壁，篤信藏傳佛教

的蒙古人不能理解傳教士們所傳達的信息，傳教士們在蒙古地區的傳教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挫折。他

們中的大部分人或知難而退，或轉移目標，將注意力轉向移民口外的漢人群體。能夠忠於職守，長期堅持在蒙

古人中傳教的新教傳教士寥若晨星。本文所要討論的 James Gilmour 正是這樣一顆“晨星”，他是一位長期矢

志不渝地在蒙古地區的蒙古人中傳教的傳教士。

關於 James Gilmour 的研究，西方學界起步較早。1892年，倫敦會的羅里查（Richard Lovett）編輯出版

了史料長編式的傳記《蒙古的 James Gilmour：他的日記、信件和報告》。（1） 1924年，耐爾聶（W. P. Nairne）

撰寫出版了第一部 Gilmour 的傳記《蒙古人的 Gilmour》。（2）布萊森夫人（Mrs. Bryson）的《James Gilmour

的故事和蒙古教務》是一部面向普通讀者的通俗傳記。（3）20世紀賴德烈、文顯理和戈爾曼等學者和傳教士的著

作都提到了此人。日本學者衛藤利夫、前島重男和後藤富男等也在 20世紀前期開始注意 James Gilmour 並翻譯

了他的著作。有關 James Gilmour 的專題論文的出現是近幾年才有的事情，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的凱瑟琳教授近

年來廣泛利用《教務雜誌》的史料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收藏的大量倫敦會原始檔案，就 James Gilmour

及其在蒙古傳教的一系列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取得了重要突破。（4）值得注意的是，在 James Gilmour 長期生活

和傳教的中國，有關 James Gilmour 的研究卻一片沉寂，迄今仍處於空白狀態。筆者根據讀書心得，在介紹前

人研究成果的同時，對 James Gilmour 的相關問題作初步探討，試圖在 James Gilmour 研究方面做一些中國學

者所能做的初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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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Gilmour 生平及著述

J a m e s  G i l m o u r 是蘇格蘭人，英國倫敦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簡稱 LMS）傳教

士。 1843年，他出生於蘇格蘭哥拉斯各（Glasgow）

的小鎮凱特金（Cathkin）。 1862年進入哥拉斯各大

學。在大學畢業以後，他報名參加了倫敦會。倫敦

會派他進入徹順學院（Cheshunt College）接受專業

訓練。 1870年，他在愛丁堡被委任為牧師，同年受

倫敦會派遣前往蒙古地區。從此以後， Gilmour 在

內外蒙古地區巡遊傳教長達二十年有餘。

倫敦會傳教士從 1817年開始在布里亞特蒙古人

中開展傳教工作，他們“在布里亞特蒙古族人中工

作了二十多年，直到 1843年俄國政府命令他們停止

工作。”（5）該會將 James Gilmour 派到蒙古的初衷

就是要恢復他們在布里亞特蒙古中輟的傳教事業。

Gilmour 於 1870年 5月到達北京，同年 9月即抵達

恰克圖，“但是他很快就發現，那裡的俄國人和蒙

古人都不希望他留在當地”（6），他的工作重心遂轉

移到內蒙古。此後的十五年中， Gilmour 通常是在

夏季從北京出發，經張家口到內蒙古西部盟旗巡遊

傳教，冬季則一般活動於北京的裡館和外館，在進

京的蒙古人中傳教。從 1886年開始，Gilmour 轉移

到東蒙古地區，在朝陽、大城子和大吉口等地傳

教，直到 1891年 5月 21日病逝於天津。賴德烈（K.

S. Latourette）教授在他的《中國基督教教會史》中

說：“他於 1870年來（華），面對冷漠、誤解、懷

疑、稀缺的信徒以及部分信徒的背信棄義，繼續他

的工作，直到 1891去世為止。”（7）文顯理（G. H.

Bondfield）博士說：“James Gilmour 對蒙古人的

熱愛以及為勸化他們而單獨進行的努力將永遠不會

被忘記。”（8）前島重男說：“他是倫敦傳教協會的成

員，蘇格蘭出身的詹姆斯．吉爾瑪，他是立志於蒙

古傳教而進入蒙古地區的傳教士。他在蒙古地區的

記錄以《蒙古人之友》為書名（Among the Mongols，

後藤富男日譯）由該國宗教文獻協會出版。書中詳

盡 述了他自 1870年二十六歲開始，從北京出發深

入蒙古地區旅行，直到 1891年死於天津為止，在蒙

古地區所遇到的種種事情。祇是在這一旅行中，他

在尚未開化的蒙民中沒能留下預期的傳教效果。然

而他作為一名傳教士，單人跋涉蒙古草原，這對本

文來講，是難於忽略的事實。”（9）應該說， James

Gilmour 是 19世紀後期蒙古地區最著名的新教傳教

士之一，也是倫敦會最著名的傳教士之一。

19世紀後期和 20世紀前期蒙古地區的西方傳教

士不勝枚舉，蒙古學學者熟知的拉爾森（F .  A .

Larson）（10）、羅伯特（James Robert）（11）、赫德利

（John Hedley）（12）以及內地會三婦女傳教士（13）都

曾到蒙古地區，也都留下了關於蒙古地區見聞的著

述。但是他們並沒有長期堅持傳教工作，祇是從事

遊歷和考察，與其說他們是傳教士，還不如說是旅

行家。想比之下， James Gi lmour  堅守自己的信

念，二十年始終如一，在蒙古人當中傳教，成為一

名純粹的傳教士。賴氏和文氏從中國基督教史的角

度，僅就 Gilmour 的傳教工作從總體上給予概略的

評價，限於體裁，沒有作更多的描述。凱瑟琳

（Kathleen Lodwick）教授的論文《為了上帝和女

王：James Gilmour 1870-1891年在蒙古》為我們提

供了非常豐富的信息。 Gilmour 在蒙古地區傳教的

二十年幾乎是孤軍奮戰，在二十年的時間裡不僅沒

有爭取到一名蒙古信徒，其間他的妻子不幸病逝於

北京，兩個學齡孩子錯過上學的時間。除此之外，

Gilmour 的傳教工作遇到難以想象的困難。篤信藏傳

佛教的蒙古人不能理解 Gilmour 為甚麼會不遠千里

到草原深處宣講福音，對於他宣講的福音也難於接

受，卻對於 Gilmour 的行醫施藥非常歡迎。行醫傳

教為 Gilmour 接近蒙古牧民、在他們中間巡迴傳教

提供了很多有利條件，但是也給他帶來很大的麻

煩。倫敦會在北京的一家醫院進行過一例眼科手

術，患者似乎是由 Gilmour 推薦進京就醫的。由於

手術失敗，患者失明，內蒙古草原遂謠言四起，盛

傳 Gilmour 等外國人挖人眼球，取人眼珠裡的水沖

洗相片云云，在 Gilmour 傳教的內蒙古草原一時風

聲鶴唳，人人自危。這使得 Gilmour 的傳教工作更

加舉步維艱。他說：“繼續在蒙古草原傳教猶如在

火藥庫中秉燭前行。”更棘手的矛盾來自教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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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倫敦會的同工 Edkin  和 Dudgeon 兩人鑒於

Gilmour 未能在蒙古人中爭取到信徒，主張放棄蒙古

地區，而倫敦會總部遲遲不給予明確的指示。

Gilmour 本人雖然屢遭挫折，仍然堅持在蒙古人中傳

教，且對 Edkin 等人的批評給予激烈的反駁，甚至

到了無法共事的地步。（14）凱瑟琳教授的研究使我們

對有關 James Gilmour 的問題有了比較全面而深刻

的認識，豐富了我們關於 Gilmour 的知識，也使得賴

氏和文氏對他的評價顯得鮮活而生動。

前蘇聯學者戈爾曼在他的《西方的蒙古史研究》

中說：“英國傳教士詹姆士吉爾摩（葛雅各）在蒙古

主要是內蒙古度過了二十多年    從 1870年到他去

世的1891年。他寫過三本書：《在蒙古人中》、《蒙

古探險記》和《再談蒙古人》。如果說前兩本書主要

是以民族學方面的記載而令人感興趣的話，那麼

第三部書作為 1870年從張家口到恰克圖再返回張家

口的遊記，則以對當時的喀爾喀蒙古作了生動描述

而令人感興趣。”（15）以 James Gilmour 署名出版

的書誠如戈爾曼所說的有三部，但是需要澄清幾個

問題，上述三部書中唯有《在蒙古人中》（Among the

Mongols）是 Gilmour 生前出版的；《再談蒙古人》

（More about the Mongols）是在 Gilmour 去世之後

由倫敦會選取他在 1884年以後發表的文章和遺稿編

輯而成的，內容都是《在蒙古人中》中沒有出現過

的；《蒙古探險記》（Adventures in Mongolia）則是

在 Gilmour 去世後由其同工從《在蒙古人中》選取

十六章編輯而成，《蒙古探險記》可以說是《在蒙古

人中》的刪節本。三部書中最著名的是《在蒙古人

中》。 1883年， James Gilmour 在回英國休假期間

出版了他的大作《在蒙古人中》（16），書中描述了內

外蒙古的自然和人文的各個方面。該書出版以後在

英國引起極大的轟動，有人甚至將此書比作笛福的

《魯賓遜漂流記》，所不同的是，Gilmour 書中所描

寫的是真實的經歷。雖然“作為一名傳教士，

Gilmour 在個體上是不成功的，但是他是一名熱情

的作家，這本書在1883年第一次對於他的旅行和19

世紀末的蒙古人，特別是普通蒙古人的生活和習俗

作了經典的旅行見聞式的描述。”（17）凱瑟琳教授

說：“其他很多爭取到數百名信徒的傳教士早已經

被人們遺忘了，而 James Gilmour，作為傳教士未

能勸化一個蒙古人，卻因為撰寫《在蒙古人中》生動

地記錄了 19世紀後期的蒙古生活。這本書在英國出

版之後被譯為日文。在 Gilmour 首次到達蒙古的整

整一個世紀之後，其英文本又重新出版。”“傳教士

James Gilmour 變成了人類學家 James Gilmour。”

（18）如果我們從蒙古學的角度進行觀察，應該肯定，

他是英國最早的蒙古學家之一。

關於 James Gilmour 的筆名和中文姓名

James Gilmour 是一位勤於筆耕的傳教士，在二

十年的傳教生涯中，他在《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發表了大量文章。 Gilmour 於 1870年到

達中國，從1872年元月開始，到1883年回國休假為

止，以 Hoinos 為筆名在《教務雜誌》連續發表大量

文章，介紹蒙古文化的各個方面。這些文章也構成

了Gilmour回國休假時出版的《在蒙古人中》（Among

the Mongols）的主體部分。根據凱瑟琳教授的教

示， Hoinos 就是 James Gilmour 的筆名。經過分

析，我們認為， Hoinos 是蒙古語 Hoina a a 的母

音後同化的結果。根據有三：首先， H o i n a  意謂

“北方”， a a 是蒙古語的從格助詞，口語中被

Hoina 的 o 母音同化而讀成 Hoinos（意謂“來自

北方”或“來自後方”），這種現象在蒙古語口語中

極為普遍；第二， Gilmour 到中國以後，先後在恰

克圖、北京、張家口和內蒙古學習語言，掌握了較

熟練的蒙古語。身為蒙古地區的傳教士，且通曉蒙

古語， Gilmour 用蒙古語筆名發表關於蒙古文化的

文章是理所當然的；第三，《教務雜誌》於 1867年

始創於福州，1874在上海復刊，此後一直到1941年

停刊為止，編輯部一直設於上海。 Gilmour 的投稿

則來自塞北蒙古地區，他取“來自北方”或“來自後

方”的 Hoinos 這樣一個表示來稿地理方向的蒙古語

詞作為筆名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們認為

Gilmour 的筆名 Hoinos 應該是蒙古語名。

關於 James Gilmour 的中文姓名，國內外學界

長期存在誤解，這一誤解的根源應該是《中華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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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1922年漢譯本。該書《內外蒙古》一節說：

“倫敦會最抱佈道熱忱之葛雅各君（James Gilmour）

始創遊行佈道工作，遠至本區恰克圖等處，道途跋

涉，莫遑安處，垂二十餘年。惟最先之十五年，葛

氏僅於本區北部遊牧蒙人中專任佈道工作，且逆料

東南部蒙人農民中之事業可由華佈道員擔負責任，

迄1886年，始獲常駐於本區東部；然尤勤奮不倦，直

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誠為吾道中之佼佼者。”（17）

這是迄今筆者所見最早使用“葛雅各”的有關 James

Gilmour 的漢文文獻。

《中華歸主》是一部重要的中國基督教史文獻。

該書英文本出版於 1922年。同年，由全紹武主持翻

譯的中文本亦得付梓。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科

學院宗教研究所組織人員根據英文本重新全面漢

譯，並在1985-1987年陸續出版（20），這就是目前大

多數中國學者的相關研究所引用的通行譯本。新漢

譯本出於慎重起見，對舊譯本傳教士的中文姓名未

作任何改動。（21）這樣，“葛雅各”照舊出現在《中

華歸主》新漢譯本中。 James Gilmour 的中文姓名

“葛雅各”影響深遠，戈爾曼《西方的蒙古史研究》漢

譯本在談到 Gilmour 的時候說：“英國傳教士詹姆

士．吉爾摩（葛雅各）在蒙古主要是內蒙古度過了二

十多年   從 1870年到他去世的 1891年。”（22） “詹

姆士．吉爾摩”應該是來自《英語姓名譯名手

冊》（23）。而括弧裡的“葛雅各”想必是來自《中華

歸主》的漢譯本。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雖然歐美日

本學界對於 Gilmour 的知識遠比中國學者全面而系

統，但是 Gilmour 的中文姓名仍然是一個鮮為人知

的問題。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

所《點睛論壇》網站也將 James Gilmour 的漢名寫

作“葛雅各”（24），這明顯是取材於《中華歸主》的

新或舊漢譯本。

我們認為，準確理解 James Gilmour 的中文姓

名對於 James Gilmour 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這不僅

僅因為 James Gilmour 的中文姓名是有關他的個人

信息的一部分，更為重要的是，它關係到相關漢文

史料，特別是漢文檔案的發掘和利用。

James 就是 Jacob，本來是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

的名字。西方來華傳教士的名字中的 James 通常漢

譯為雅各（Jacob）。倫敦會的另一位傳教士，與

Gilmour 同鄉的理雅格（James Legge）、內地會的

傳教士韋雅各（James Williamson）等都是例證。

James Gilmour 的名字譯為雅各當然無可厚非。我們

的問題是， Gilmour 的漢姓是否葛？我們對這一問

題最初的懷疑來自布萊森夫人（Mrs. Bryson）所撰

《James Gilmour 的故事和蒙古教務》所提供的一條

線索。該書中談到，在 James Gilmour 1891年在天

津逝世的時候，他的信徒悲痛地呼喚：“Ching Mu-

sz, Ching Mu-sz！”（25）這一稱呼出自追隨他的信徒

的口。 Mu-sz 當然就是“牧師”，而與 Ching 相

對應的應該是 James Gilmour 的漢姓，但是究竟是

哪個漢姓，布萊森夫人未作解釋。 1 8 9 1 年，

Gilmour 因傷寒病在天津辭世，《教務雜誌》1892年

11 月號的《文選》節選發表倫敦會密教士（S.  E .

Meech）的一封家信的部分內容，名為“Gilmour 先

生如何忍受侮辱”，該文談到，“幾天前，我們的一

位經常在禮拜堂幫助傳教的信徒遇到一位熟人並把

他帶到了禮拜堂。這位來訪者問及 Gilmour 先生，當

聽說 Gilmour 已經去世的消息，來訪者不禁為之動

容。當被問及他如何認識 Gilmour 先生的時候    　

他（來訪者）談到，幾年前他因為做生意到

蒙古。有一天，他在大城子（Ta Che'eng tsz）一

家飯館的時候，一個外國人也走進來坐下。這時

候有一個人進來辱罵他，叫他“洋鬼子”，指責

他偷人的心臟和眼睛。儘管此人已經不是第一次

這樣對待他，Gilmour 先生並沒有理會。店主卻

認為應介入此事並威脅要打此人。當店主威脅要

趕走他的時候， Gilmour 上前勸阻店主。店主

說：“他可是這三天來一直在罵你。”Gilmour

說：“他在罵鬼，而我不是鬼，我是 Ching Ya ko

（他的中文名字）。他在罵那些偷人心臟和眼睛的

人，而我從來沒有做過那些事情，所以他一定是

在罵別的甚麼人。” Gilmour 的態度和脾氣震驚了

在場的聽眾，給了他們極深的印象。禮拜堂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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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來訪者說，從那時起他開始相信，宗教一定有

甚麼東西能夠引導人以這種方式忍受侮辱。（26）

密教士在文章中用括弧特別注明 Ching Ya Ko

是 Gilmour 的中文姓名。根據“來訪者”的描述，

這 Ching Ya Ko 是 Gilmour 的自稱。 Ya Ko 當然

是雅各，與 Ching 對應的漢姓究竟是甚麼？看來，

James Gilmour 與很多來華傳教士一樣的確有中文姓

名，但不是“葛雅各”。那麼，他的中文姓氏究竟是

甚麼？我們在查閱臺北出版的《教務教案檔》時，終

於找到了答案。西方國家傳教士離京到地方傳教

時，須經該國或在中國擁有保教權的國家公使致函

清朝總理衙門申辦簽證，由總理衙門“劄行”順天府

辦理，護照由後者蓋印以後交回總理衙門，再由總

理衙門轉交該外國公使館。英國傳教士 J a m e s

Gilmour 經張家口到蒙古傳教，須經英國公使致函

總理衙門辦理簽證，在辦理簽證過程中產生的文書

有幸在《教務教案檔》中保留下來，為我們考訂

Gilmour 的中文姓名提供了重要依據，現徵引如下：

（光緒十一年， 1885）十一月初一日，給英

國公使歐格訥函稱：准函稱本國教士景雅各擬往

張家口內外一帶遊歷，繕就護照，請轉飭蓋印送

還等因，本衙門現將護照劄行順天府蓋印訖，即

壽貴大臣查將景教士可也。此頌日祉！（27）

英國公使歐格訥就是 Nicholas O'Connor，這裡的

景雅各就是 James Gilmour 的中文姓名。在大城子的

飯館裡他自稱的 Ching Ya ko，就是景雅各；在他去

世時信徒呼喚的 Ching Mu-ts 就是“景牧師”。用

Ching 來表示“景”的讀音是威妥瑪系統的拼音法。上

引史料並非孤證，在《教務教案檔》中我們還發現：

（光緒十四年， 1888）二月二十四日，英國

公使華爾身函稱：頃聞本國教士景雅各在承德府

建昌、朝陽等縣地方傳教，誠恐該處民間向習教

人勒派迎神、演劇、賽會、燒香各費，或致滋生

事端之說，本大臣查此等冗費曾奉諭旨恩准教民

免捐，屢行通行有案，惟恐以上各處民人於朝廷

如何相待教民或有未悉，否則該教士自無可慮之

處。為此函請貴署惠飭地方，早日出示賜予教士

教民之德意，剴切申明，似此未雨綢繆，庶免意

外之虞。（28）

1886，景雅各轉到大吉口，大城子和朝陽一帶進

行傳教活動， 1890年由朝陽回到天津養病。從這條材

料也可以看出景雅各在建昌、朝陽等地傳教的情形。

1891年熱河一帶發生金丹道事件，接替景雅各

的傳教士巴約翰（John Parker）取道錦州返回天津避

難。在此期間，巴約翰與北京的傳教站一度失去聯

絡。英國公使應密教士（S. E. Meech）的請求，照

會總理衙門，希望幫助查找巴約翰的下落，總理衙

門通過北洋大臣進行調查。朝陽地方官得到資訊，

巴約翰在朝陽縣的住處是朝陽縣城南街的錢家客

店，於是傳訊了該店的留守夥計錢中興。朝陽知縣

廖倫明根據錢中興的口述撰寫報告說：

據供稱：“伊在錢文煜開的客店內幫夥，光

緒十三年間有洋人井姓到伊店內存住。去年春

間，他赴天津去了。至今年春間，又有一個洋人

來到伊店內存住，約三十多歲，不知他何姓名，

言說姓井洋人病故，他來替，舍藥並不要錢。還

有一個使人姓劉，伊亦並不知他何姓名。至十月

十三日早晨賊人進城，他二人赴錦州去了，臨行

言說朝陽太平還回來、若不太平即由錦州往天津

去的話，以後伊不知道。”（29）

錢中興口供中引述的巴約翰（John Parker）所言“井

姓洋人病故”，說的就是景雅各（James Gilmour）在

天津病故事，此事發生在 1891年 5月 21日。

Gilmour 之所以選用漢姓“景”，用漢名“景雅

各”可能與唐元時代的景教     最早在中國傳播的

基督教有關；祇外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景仰雅各”。

當然，這些都祇是推測。但是 James Gilmour 的中

文姓名是景雅各，這一點是確鑿無疑的。我們在相

關的原始史料中從未發現“葛雅各”的用法，“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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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還給上帝，愷撒的還給愷撒。”   漢文文獻中所

有與傳教士 James Gilmour 相對應的“葛雅各”的

文字都應該改作景雅各。本文前述布萊森夫人

（Mrs. Bryson）所撰書名也應該漢譯為《景雅各的故

事和蒙古教務》；羅里查的書名應該譯為《蒙古的景

雅各   他的日記、信件和報告》；耐爾聶的書名應

該譯為《蒙古人的景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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